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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子成龙？∗

——— 家庭教养方式对优质高等教育获得的作用

许丹红　 桂　 勇

提要：选择什么样的家庭教养方式才能“助子成龙”？ 对这一问题的学

术讨论可分为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两种不同理论视角。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在实证层面分析了家庭教养方式对

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教养方式既作为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的中间机制对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发挥作用，同时也对子

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具有独立的影响力；对比各种家庭教养方式，宽容型家

庭教养方式更有助于子女进入精英高校。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　 精英高校　 文化流动　 文化再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教育使下一代实现成功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近年来，“寒门

出贵子”“赢在起跑线” “鸡娃” “小镇做题家”等热议话题折射出当代中国父母

空前重视下一代的成就与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父母越来越认同家庭教养方

式之于子代发展的重要性。 学界一般基于“要求”与“回应”维度将家庭教养方

式划分为权威型（高要求—高回应）、专制型（高要求—低回应）、宽容型（低要

求—高回应）与忽视型（低要求—低回应） （Ｂａｕｍｒｉｎｄ，１９６７；Ｍａｃｃｏｂｙ ＆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８３）。 在普遍“鸡娃”的浪潮下，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

响成为一个相当迫切的现实问题。
对于“如何助子成龙”这个实践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视角与观点。 格雷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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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拉克（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ｌａｒｋ）在《子孙照样崛起》（Ｔｈｅ Ｓｏｎ Ａｌｓｏ Ｒｉｓｅｓ）一书中认为

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更容易取得成功（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４）。 一些研究者关注具体

的家庭经验与教养方式对个体的影响，例如学者夏林清（２０１１）通过一批劳工家

庭子女的自我生命叙事指出，来自民间教育的文化性情有助于子女培养学业成

功的驱动力。 隐含在“如何助子成龙”这个现实问题背后的争论，同时也是本研

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家庭教养方式是否能够改变孩子的教育资源与机会？ 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家长采取何种教养方式才能帮助孩子实现考上“９８５”或
“２１１”高校的梦想？

二、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助子成龙：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社会选拔人才的标准途径。 因此，对于中国家庭而言，
能否考上精英高校是评价子女学业成就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同时，中国高

等教育资源经历改革后呈现相对集中化的趋势，导致对高等教育机会与资源的

竞争愈来愈激烈（刘精明，２０１４）。 在子女如何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与资源

这个问题上，现实的解释路径不外乎三种：先天基因（Ｄｅａ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李春玲，２００３；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与家庭行动策略（董海军，
２０１９）。 由于先天遗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属于既定的事实，对于父母而言，
更具现实借鉴价值的是家庭行动策略。 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在

子代学业表现中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存在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

两种不同理论视角。 基于这两种理论视角，我们提出了三种研究假说：强相关假

说、独立性假说与弱相关假说。

（一）理论分野：文化再生产理论 ｖｓ． 文化流动理论

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阐明了文化资本的权力色彩。 不同社会阶层传

递给子女的文化资本是不均衡的，并且教育系统将进一步维持和强化这种不均

衡的局面（Ｌａｍｏｎｔ ＆ Ｌａｒｅａｕ，１９８８）。 这种维持和强化是通过与精英文化相匹配

的评价机制实现的 （斯沃茨，２００６）。
基于文化再生产假设，伯恩斯坦与布迪厄等人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充满权

力的场域（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１９７７；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因
此，不同阶层的资本、 惯习与品味塑造了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 科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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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ｈｎ，１９５９；Ｋｏｈ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的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家庭按照自我指导的价值

观培养孩子，劳工阶层家庭则要求子女更多服从权威。 霍夫等人（Ｈ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的研究也指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加强调权威性、遵从性与行为

指导，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强调自主性、平等性与语言指导。 基于中国城

市的样本，田丰和静永超（２０１８）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在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

已呈现明显分野。 黄超（２０１８）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中国家

庭更可能选择权威型和宽容型的教养方式。 在此基础上，李骏和张陈陈（２０２１）
利用全国城市样本与上海样本进行论证，证明家庭教养方式确实受到社会阶层

的影响。
在布迪厄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拉鲁（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０３）指出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一

种更为全面的家庭文化模式，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子女发展的中间机制。
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通过深刻的民族志观察和访谈发现，中产阶层和工人

阶层在教养孩子的模式上存在“协作培养”与“自然成长”之别。 随后的一些研

究也证实了中产阶层教养风格与儿童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 Ｃｈｅａｄｌｅ ＆
Ａｍａｔｏ，２０１１）。 拉鲁（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不同社会阶层的育儿方式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由于社会中心机构推崇“协作培养”的教育逻辑，
而中产阶层家庭所习得的文化规范和行为方式与这些教育机构的标准是同步匹

配的，以“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各种优势；
而工人阶层的孩子由于缺乏这些文化技能和经验，在发展过程中更容易产生疏

远感和局促感，从而处于劣势地位。 正是因为教育系统与精英文化的“合谋”，
中产阶层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子女在社会空间中获得优势地位（Ｌａｍｏｎｔ ＆
Ｌａｒｅａｕ，１９８８）。

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假设不同，以保罗·迪马乔（ 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为代

表的文化流动论者并不认同文化资本仅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中间机制发挥作

用（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 迪马乔提出，随着市场兴起、城市化发展与教育扩张等

各项社会因素的变化，家庭地位不再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唯一决定性因

素，个体可以通过积极获取优势文化资本实现社会流动（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Ｍｏｈｒ，
１９８５）。

依据文化流动理论，父母拥有优势文化资本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将其

传递给下一代。 子代需要经历一定的激活过程才能获取优势文化资本。 因此，
家庭教养方式不一定能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保持长久相关。 例如，比起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朱斌，２０１８）。 如果家长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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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激活文化资本，那么他们的子女可能无法习得文化资本的运作方式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Ｍｏｈｒ，１９８５）。 例如，德格拉夫等人（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的研究发

现，精英阶层父母由于偏好其他休闲活动或时间分配受限，可能把更多精力用于

社会经济资本的传递，而不太重视文化资本的传递。 反之，底层家庭往往更加重

视文化资本对子女发展的作用。 因此，社会阶层与文化资本的传递并没有必然

的联系。 蓝佩嘉（２０１４）也发现，劳工阶层家庭意识到自身职业地位所带来的资

源限制，反而在家庭教养方式中更加重视文化资本的培养。 后续的研究也支持

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存在断裂的可能性。 例如，洪岩璧和

赵延东（２０１４）利用一项全国性代表数据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家庭与底层家庭都

同样奉行专制型教养理念。
文化流动理论指出，对于低地位群体来说，个体通过自主获取优势文化资本

进行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德格拉夫等人（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的研究

发现，对于父母经济社会背景处于弱势的孩子而言，通过自主获取文化资本对于

其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孙远太（２０１０）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化

流动假设。 这项研究发现，那些低经济地位家庭通过参与更多的文化活动和营

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帮助子女实现了向上流动。 因此，家庭教养方式并非只

对优势阶层才能产生正向效应（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ｂｕｒｇ ＆ Ｍａｓｓ，１９９７）。
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某种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子女获得更高教育成就的

结论基于两个关键假设：其一，精英文化主要由优势阶层家庭传递给下一代；其
二，学业成就评价制度天然与精英文化高度匹配（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 文化流动理论

否定了第一个关键假设，认为文化资本不一定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持久关联；但
文化流动理论默认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朱斌，２０１８），也即两种理

论都持有类似立场：社会已经形成明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界线；精英阶层已经

形成稳定的文化品味，且这种文化品味为教育制度所重视与赞同。 因此，我们需

要考虑一个问题：当文化资本转化为学业成就时，这种成就是否是一种区隔性的

文化实践结果（马洪杰、张卫国，２０１９）？
具体到中国语境，一方面，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精英阶层只是在经济资源上

相对丰富，其惯习并未表现出明显特征（洪岩璧、赵延东，２０１４）。 因此，中国社

会可能并未形成明显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区隔。 长久以来，受传统儒家价值观

影响，大部分中国父母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都相对强调对孩子的智力教育（熊
秉真，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程猛和康永久（２０１６）还提出，底层家庭子女的学业成

功来源于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与情感经验中形成的文化习性，并非只是依赖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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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所独有的文化资本。 这意味着教育体系广泛认可的文化品味不一定专属于

中产阶层。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提出，当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更加客观化、标
准化时，文化资本可能并不仅仅反映精英群体的文化特质。 换言之，文化资本发

挥作用还需考虑考核评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胡安宁，２０１７；朱斌，
２０１８）。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动策略可能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Ｂｙ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在当代中国社会，考取精英高校更多是

一个相对客观化与标准化的过程。 那么，家庭教养方式究竟如何在子女考取精

英高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研究框架进行进一步检验。

（二）研究框架：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助子成龙”再探讨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进入精英高校意味着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

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 因此，对于中国父母而言，评判孩子学业成就的典型标

准之一就是孩子能够在高考中杀出重围，顺利进入“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那么，
究竟何种家庭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子女的学业成就发展？ 前人的研究结论亦存

在分歧。 一方面，针对不同文化情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常有差异。 例如，在强

调个体主义的西方情境中，一般认为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相对有利于子女学

业发展（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在强调情感联结的水平型集体主义社会中，宽容

型更具优势（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 Ｇａｒｃｉａ，２００７；Ｇａｒｃｉａ ＆ Ｇｒａｃｉａ，２００９）；在强调成就与控制

的垂直型集体主义社会中，专制型更具优势（Ｇａｒｃｉａ ＆ Ｇｒａｃｉａ，２００９）。 另一方

面，针对国内文化情境的研究结论亦存在分歧。 有研究认为，对中国家庭来说，
专制型更有利于子女的学业（Ｇｒ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ｈｅｋ， ２００８）；也有研究认为权威

型更有效果 （ Ｃｈａｎ ＆ Ｋｏｏ，２０１１；黄超，２０１８）；还有研究主张宽容型有优势

（Ｗａｎｇ，２０１４）。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研究提出以下思路，以进一步阐明家庭教养方式在子

女考取精英高校过程中的作用。 依据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理论，本研究提出

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产生作用的三种假说。 （１）强相关假说：家
庭教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子代学业表现的中介变量发挥作用；（２）独立

性假说：家庭教养方式独立地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产生影响；（３）弱相关假说：
家庭教养方式既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子代学业表现的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又对

子女考取精英高校具有独立影响。
１ 文化再生产视角：强相关假说

基于文化再生产假设，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被视为资本、品味与秉性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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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之间的差异。 家庭教养方式只是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代发展的中

间机制，起到“再生产”作用。 一方面，父母利用地位的优势将资本与惯习传递

给下一代。 家庭教养方式则是家庭文化模式的典型体现。 另一方面，这些父母

更能了解与适应精英场域的规则。 因此，中产阶层父母能够采取合宜的家庭教

养方式，为子女的学业发展提供更多资源与机会。 劳工阶层父母在教养孩子的

过程中则可能更多地发展出精通操作性实务的惯习，这种实务取向与学术性课

程并不匹配（姜添辉，２０１８）。 与此同时，他们也很难去认识和迎合现存教育制

度的评价逻辑，因此难以通过家庭教养方式来“助子成龙”。
因此提出强相关假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子女考取

精英高校（见图 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养方式具有强相关性。 基于强

相关假说，推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采取适宜的家庭教养方式，从
而提高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占

优势的子女很可能就已经注定与精英高校无缘。

图 １　 家庭教养方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路径分析一

２ 文化流动视角：独立性假说与弱相关假说

依据文化流动假设，个体可以通过自主积累文化资本来实现向上流动

（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ｂｕｒｇ ＆ Ｍａｓｓ，１９９７），那些更重视家庭教养方式的父母能够更有效地帮

助孩子获得优秀的学业表现。 例如，父母的行动策略可能会激发子女坚韧与勤

奋的学习品质，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学业表现。 另外，有些研究指出，当考核评

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时，个体的行动策略可能具有更大的发

挥空间（Ｂｙ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胡安宁，２０１７）。 此种策略途径预设家庭教养方式与家

庭经济社会背景并不存在强相关的关系；尽管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资源与机会

的差异，但家庭教养方式并非天然带有“不平等”色彩。 家庭教养方式对学业发

展的影响也可能源于其自身的影响作用。 据此，可以提出独立性假说与弱相关

假说。
独立性假说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具有独立影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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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也具有独立影响作用（见图 ２）。 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不存在直接相关性。 具体而言，基于独立性假

说，推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占优势的孩子考取精英高校的概率越高；家庭教养

方式为权威型或宽容型的孩子考取精英高校的概率更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

不完全决定家庭教养方式。 因此，经济社会地位不占优势的家庭，也可通过采用

适当的家庭教养方式来提高孩子考取精英高校的概率。

图 ２　 家庭教养方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路径分析二

弱相关假说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

校，同时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也具有独立的影响作用（见图 ３）。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养方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强相关。 区别于

强相关假说，弱相关假说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性并不

是强对应，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占优势的家庭所采取的教养方式不一定会有利

于子女学业发展。 因此，影响孩子考取精英高校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家庭教养

方式的独立效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立效应，以及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中介效应。
依据三种研究假说，本研究尝试进一步分析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成就

的作用。 换言之，本研究尝试检验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校，考
察父母的教养方式究竟是一种受制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性因素，还是一种独

立于社会经济地位而发挥作用的能动性因素。

图 ３　 家庭教养方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路径分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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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选择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中国的家长与学生都特别关心的高

考表现角度来衡量学业成就，高考相对更具有统一化与标准化的特点。 随着高

等教育的普及，普通大学本科教育的含金量相对降低，而“名校”的入学机会显

得更加稀缺与“保值”（吴晓刚，２０１６）。 在这种趋势下，高校入学机会，尤其是精

英高校入学机会的竞争愈发激烈（郑雅君，２０１５）。 因此，考取高校的层次能够

相对直接与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学业表现。 对于中国家庭而言，学业成就的最终

评价方式可能就是“能否考取精英高校”。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结论仅适用

于那些考上大学的人群，未涵盖未考取大学的人群。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的数据。 此项目由复旦大学社

会治理研究中心和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共同主持并开

展。 该数据采用“大学—学生”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从 ４２ 所高

校中抽取了 ６７５９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样本。 样本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
西北、东北等不同区域和各种层次的高校。 排除因变量缺失值后，分析样本共包

括 ５７７６ 名大学生。① 我们对样本使用了多重插补法，按照缺失值的比例，使用了

２０ 个插补数据（Ｇ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最终共有 ５７７６ 个有效样本进入分析。

（三）变量操作化

１ 因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因变量为是否考取精英高校。 变量的测量指标是大学生所在

的学校层次，其中分为“９８５”高校、“２１１”高校、普通一本高校、普通二本高校、普
通三本高校和专科高校。 ９８５ 高校、２１１ 高校和其他类型的高校共同构成了中国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等级结构。 李忠路（２０１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主

要体现在以“９８５”和“２１１”为代表的重点高校与其他一般高校之间。 参考李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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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插补前有缺失值的变量有“性别”（２３）、“独生子女”（６３）、“父亲受教育程度”（６３）、“父亲职业地位”
（１６１）、“地区”（６２）、“重点高中”（２７）、“成长地类型”（２８）、“收入对数”（１２４９）。 括号内为缺失数。



（２０１６）的研究，本研究将“９８５”高校与“２１１”高校合并成精英高校组别，将普通一

本高校、普通二本高校、普通三本高校和专科高校合并为非精英高校组别。①

２ 核心自变量

（１）家庭教养方式。 麦考比和马丁（Ｍａｃｃｏｂｙ ＆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３）基于父母对儿

童的要求性和回应性对家庭教养方式所作的四分类框架在学界中有长期研究基

础，是相对成熟和应用广泛的测量框架。 本研究主要参考这一框架，将家庭教养

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和忽视型。
在具体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按照“要求”与“回应”两个维度对家庭教养方

式进行测量。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研究者选择的具体测量项目也略有不同（黄
超，２０１８；田丰、静永超，２０１８；朱美静、刘精明，２０１９）。 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本
研究在操作化策略方面也主要基于要求维度与回应维度进行测量。 其中的要求

维度强调父母在不同学习阶段为孩子订立的规矩，包括学业、品德修养与人生规

划，分别使用“在小学时，父母陪伴孩子学习” “在中学阶段，父母给孩子提供学

业建议”“在中学阶段，父母给孩子提供人生规划建议”和“在中学阶段，父母给

孩子提供品德修养建议”作为测量题器。 其中的回应维度强调亲子之间的情感

表达与沟通方式。 在情感表达方面，主要使用“子女能感受父母对我的喜欢”来
测量。 对沟通方式，主要使用 “父母能容忍子女与他们有不同的见解”和“当子

女所做的事取得成功时，子女觉得父母很为自己自豪”进行测量。 选项中的“从
不”“极少”“有时”赋值为 ２，“经常”“总是”赋值为 １。 本研究参考黄超（２０１８）
的研究，通过使用这 ７ 个测量指标对家庭教养方式进行潜类别测量。

（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获得的相关研究通

常从家庭社会资源、家庭文化资源与家庭经济资源这三个方面来测量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 参照李春玲（２００３）、李煜（２００７）、李忠路（２０１６）的研究，本研究使用

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②

在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既可以将职业、教育与经济水平分开测量，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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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尝试将“９８５”高校划分为精英高校组别，将“２１１”高校、普通一

本高校、普通二本高校、普通三本高校和专科高校划分为非精英高校组别建构回归模型，模型的统计

结果与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有些研究指出母亲职业地位或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养方式可能有重要影响。 在当代家庭领域，
母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能考虑母亲特征的变量，本研究将更为完善。 遗憾的是，本研究

的数据来源缺乏对母亲特征变量的直接测量，因此没有在模型中纳入有关母亲特征的变量。 同时，本
文也采用一些间接的方法进行改善：一是使用家庭总收入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式；二是使

用中国各省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利用家庭总收入来构造母亲收入的代理变量，将其作为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的测量方式。 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均与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以将它们拟合为一个综合变量来测量。 因此，本研究也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使用

两种方法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黄超，２０１８；李骏等，２０２１）。 一种方法是分别使

用父亲职业阶层、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这三个变量。 对这三个变量的具

体操作化方式为：父亲职业地位依据父亲的职业类别与职业位置划分为政治精英、
商业精英、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父亲受教育程度依据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进

行测量；家庭年收入作为连续变量，对其取自然对数。 另一种方法是将这三个变量

转换为标准化 Ｚ 值，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变量。
３ 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内生性与偏差性，本研究还控制了一系列背景特征变量。 参考既

有研究的做法（吴愈晓，２０１３），控制了学生性别、学生年龄、独生子女、就读高中

类型、成长地类型与地区类型等变量。

　 表 １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Ｎ ＝ ５７７６
类别变量 分类 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８ ２６
女 ５１ ７４

独生子女
是 ５１ ２８
否 ４８ ７２

父亲职业地位

政治精英 １２ ４７
商业精英 ９ ２１
专业技术人员 ９ ０５
普通劳动者 ６９ ２７

重点高中
是 ７８ １４
否 ２１ ８６

成长地类型

北上广深 １６ ０９
其他大型城市（除北上广深外） １３ ６９
中小型城市 ２７ ２７
小城镇 ２４ ４１
农村 １８ ５４

地区类型
东部 ３８ １７
中部 ２８ ７６
西部 ３３ ０７

高校层次

９８５ 高校 ２３ ７２
２１１ 高校（除 ９８５ 高校外） １８ ９８
非 ２１１ 类一本 １２ ８７
二本 １４ ９３
三本 ８ ２２
专科 ２２ ２８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岁） １９ ６０ １ ２２
收入对数 １ ７３ １ ３４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１０ ２５ ３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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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包括潜类别模型（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和 ＫＨＢ 中介检验模型。
潜类别分析建立在潜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之间关联性的多变量分析基础之

上，通过间接的潜变量来判别各项实测指标之间的关联（邱皓政，２００８）。 通过对潜

类别的解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了解研究对象的不同特征与分类。 在这一步骤中，
本研究主要使用 Ｒ 语言中的 ｐｏＬＣＡ 程序包对数据进行分析。 同时，由于家庭教养

方式的潜类别属于分类变量，我们在后续分析中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其进行

预测分析。
为了进一步拆解家庭教养方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效应，基于 Ｂａｒｏｎ⁃Ｋｅｎｎｙ 中介效应框架及其约束条件的修正（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本
文利用 Ｋａｒｌｓｏｎ⁃Ｈｏｌｍ⁃Ｂｒｅｅｎ 算法估计中介效应。 ＫＨＢ 算法面向广义线性模型，符
合本研究的需求。 具体而言，ＫＨＢ 模型主要通过 Ｌｏｇｉｔ 或者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测算总效

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Ｋａｒ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ＫＨＢ 模型的简要思路为：对于线性

模型而言，研究者可以通过直接比较系数来识别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但是对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而言，其总方差会跟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如果按线性回归模型

的方法进行效应的分解，将无法解决未观测到的异质性问题（李昶洁，２０２１）。 因

此，对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被分解变量系数的变化不能直接归因于混杂变量。 此时，对
中介效应的处理应该是将其分为混杂效应和标尺效应两部分。 其中混杂效应指的

是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而标尺效应指的是增加变量之后所导致的总方差变化。
传统的中介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混杂效应和标尺效应，而 ＫＨＢ 模型可以

解决这一难题。 ＫＨＢ 方法将系数分解为标尺影响和混杂影响，并提供了评估混杂

影响相对于重新标度的影响来评估混杂的统计意义。 综上，对于本研究中涉及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ＫＨＢ 方法能够更恰当地测量与分解中介效应。

四、家庭教养方式的分布

首先，对家庭教养方式的七个测量指标进行潜类别分析。 表 ２ 所列为潜变

量类别数 １ ～ ７ 的模型拟合结果。 其中潜变量类别数目越多，模型适配的似然比

卡方统计量就越小，卡方值也越小。 ＡＩＣ 值 从基准模型到七潜类模型呈现逐渐

减少的趋势；ＢＩＣ 值从基准模型到四潜类模型逐渐减少，到五潜类模型又开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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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其中，四潜类模型的 ＢＩＣ 值最小。 综合考察各指标及模型的可解读性，本研

究认为四潜类模型是拟合家庭教养方式的理想模型。

　 表 ２ 不同潜类别模型的适配指标

模型 ＡＩＣ ＢＩＣ Ｇ２ Ｘ２ ｎｐａｒ ｄｆ

１ ４８９１５ ３４ ４８９６１ ９８ ４３５２ ８９ １１３６５ ４７ ７ １２０
２ ４６３６１ ７５ ４６４６１ ６７ １７８３ ３０ ３５９０ ７１ １５ １１２
３ ４５１６６ １６ ４５３１９ ３８ ５７１ ７１ ９５６ ５６ ２３ １０４
４ ４４７９３ ７１ ４５０００ ２１ １８３ ２５ １７３ ２７ ３１ ９６
５ ４４７５９ ９７ ４５０１９ ７７ １３３ ５２ １２５ ４１ ３９ ８８
６ ４４７３４ ９０ ４５０４７ ９９ ９２ ４４ ８４ ６３ ４７ ８０
７ ４４７３２ ３６ ４５０９８ ７４ ７３ ９１ ６７ ６６ ５５ ７２

以潜类别数量为 ４ 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利用最大期望算法对参数进行最

大似然比估计，得到 ７ 个指标的条件概率和潜类别概率。 通过各个潜类别在各

外显指标上的条件概率，可以判断不同潜类别的特征。 根据表 ３ 中的条件概率，
可以得出以下推论：类别 １ 在要求维度各项指标上的条件概率明显较低，而在回

应维度各项指标上的条件概率明显较高，因此可理解为“宽容”类型；类别 ２ 无

论在要求维度指标还是回应维度指标上的条件概率均最低，因此可理解为“忽
视”类型；类别 ３ 在要求维度和回应维度各项指标上的条件概率均很高，因此可

理解为“权威”类型；类别 ４ 在要求维度各项行为指标上的条件概率明显较高，
同时在回应维度各项指标上的条件概率明显低于类型 ３ 和类型 １，因此可理解

为“专制”类型。
根据潜类别分析结果对各样本的群体隶属进行预测可知：宽容型占样本的

４８ ７５％ ，忽视型占样本的 １０ ６１％ ，权威型占样本的 ３４ ７３％ ，专制型占样本的

５ ９１％ 。 以往研究认为中国父母更喜欢采用成就取向与控制取向的家庭教养方

式（Ｃｈａｏ，２００１），这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方式。 就本

研究的数据而言，采取宽容型教养方式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居多，而采取专

制型教养方式与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反而较少。

　 表 ３ 家庭教养方式的条件概率和潜类别概率

Ｉ 宽容型 ＩＩ 忽视型 ＩＩＩ 权威型 ＩＶ 专制型

子女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喜欢 ０ ９３１０ ０ ２９４０ ０ ９７７７ ０ ５１２９
当子女所做的事取得成功，父母很为子女自豪 ０ ９５４５ ０ ３０７８ ０ ９８４７ ０ ３８８６
父母能容忍子女与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０ ７３８４ ０ １６９４ ０ ７６２８ ０ ２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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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Ｉ 宽容型 ＩＩ 忽视型 ＩＩＩ 权威型 ＩＶ 专制型

小学阶段父母陪伴孩子学习 ０ ３１５９ ０ １４３８ ０ ４６７８ ０ ３７５４
中学阶段父母提供孩子学习建议 ０ ２６０１ ０ ０１４４ ０ ８２７１ ０ ８３８６
中学阶段父母提供孩子品德修养建议 ０ ３９７４ ０ １５９３ ０ ８６７３ ０ ８１４９
中学阶段父母提供孩子人生规划建议 ０ １１８８ ０ ０６７１ ０ ８２５０ ０ ８３０１
潜类别概率 ０ ４７７８ ０ １１５９ ０ ３３１９ ０ ０７４３

五、如何助子成龙：“拼教养”与“拼家境”的作用

为了厘清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影响，下文首先解析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各自的影响效应。 为了检验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两种方式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第一种方式是

分别使用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变量来检验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影响。 第二种方式是将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

程度与家庭收入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拟合成取值为 ０ ～ １００ 的综合因子，然后探讨

综合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影响作用。①

（一）宽容型与权威型更能助力子女进入精英高校

在表 ４ 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以家庭教养方式为核心自变量，以考取精英

高校为因变量，并同时纳入年龄、性别、独生子女、重点高中、成长地类型与地区

类型这 ６ 个控制变量。 此外，我们还加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父亲受

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地位与家庭收入这 ３ 个变量。 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变量的情况下，与宽容型相比，忽视型的系数为 － ０ ５９６（Ｐ ＜ ０ ００１），发
生比为 ０ ５５１；权威型的系数为 － ０ ４４０（Ｐ ＜ ０ ００１），发生比为 ０ ６４４；专制型的

系数为 － １ ０７０（Ｐ ＜ ０ ００１），发生比为 ０ ３４３。 换言之，忽视型比宽容型进入精

英高校的概率少 ４４ ９％ ，权威型比宽容型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少 ３５ ６％ ，专制

型比宽容型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少 ６５ ７％ 。 这表明在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条

件下，宽容型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最高，权威型次之，而忽视型与专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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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正式建立 Ｌｏｇｉｔ 模型之前，首先使用 ｃｏｌｄｉａｇ 命令检查模型的共线性问题。 统计结果表明，检验数值

均未达到 ３０。 因此，认为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的概率更低。
再将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三个变量拟合为一个综合

变量进入到统计模型中。 此时，忽视型、权威型与专制型的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 ０ ６０７（Ｐ ＜ ０ ００１）， － ０ ４３２（Ｐ ＜ ０ ００１）， － １ ０６６（Ｐ ＜ ＝ ０ ００１），对应的发生

比分别为 ０ ５４５，０ ６４９ 和 ０ ３４５。 换言之，与宽容型相比，忽视型家庭的孩子进

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少了 ４５ ５％ ，权威型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少了 ３５ １％ ，专制

型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少了 ６５ ５％ 。 这表明，在同等经济社会地位下，宽容型

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最高，权威型次之，忽视型与专制型更低。①

　 表 ４　 家庭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Ｎ ＝ ５７７６
模型 １ 精英高校 模型 ２ 精英高校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家庭教养方式（参照类为宽容型）

　 忽视型
－ ０ ５９６∗∗∗ ０ ５５１∗∗∗ － ０ ６０７∗∗∗ ０ ５４５∗∗∗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９）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８）

　 权威型
－ ０ ４４０∗∗∗ ０ ６４４∗∗∗ － ０ ４３２∗∗∗ ０ ６４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０）

　 专制型
－ １ ０７０∗∗∗ ０ ３４３∗∗∗ － １ ０６６∗∗∗ ０ ３４５∗∗∗

（０ １７５） （０ ０６０） （０ １７４） （０ ０６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因子
０ ０３３∗∗∗ １ ０３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 ２１１∗∗∗ １ ２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４）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０ １５５∗∗∗ １ １６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７）
父亲职业地位（参照类为政治精英）

　 商业精英
－ ０ １０５　 ０ ９０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４１）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１２６ １ １３４　

（０ １５３） （０ １７４）

　 普通劳动者
－ ０ ３１１∗ ０ ７３３∗

（０ １２２） （０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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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的模型均假定家庭教养方式是外生的。 有些研究指出，父母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受到孩子的发

展水平和行为表现的影响，这个问题将导致模型出现反向因果的可能。 相关研究尝试使用工具变量

法和滞后变量法来化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李适源、刘爱玉，２０２２）。 其中，滞后变量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也能够缓解反向因果的问题（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０），该方法使用因变量的早期观测值作为代理变

量。 考虑到实际数据情况，我们尝试将学生的中学学业表现作为学业成就的滞后项，对初始模型进行

重新估计，估计结果显示本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续表 ４
模型 １ 精英高校 模型 ２ 精英高校

系数 发生比 系数 发生比

年龄
０ ２７７∗∗∗ １ ３１９∗∗∗ ０ ２７３∗∗∗ １ ３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性别（１ ＝ 男性）
－ ０ ３２７∗∗∗ ０ ７２１∗∗∗ － ０ ３２４∗∗∗ ０ ７２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１）

独生子女（１ ＝ 是）
－ ０ ２８２∗∗∗ ０ ７５４∗∗∗ － ０ ３０９∗∗∗ ０ ７３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６）

重点高中（１ ＝ 是）
１ ７４６∗∗∗ ５ ７３４∗∗∗ １ ７５３∗∗∗ ５ ７７１∗∗∗

（０ １１０） （０ ６２９） （０ １０９） （０ ６３２）

成长地类型（参照类为北上广深）

　 其他特大城市
０ ７１９∗∗∗ ２ ０５２∗∗∗ ０ ７３８∗∗∗ ２ ０９２∗∗∗

（０ １４４） （０ ２９５） （０ １４３） （０ ３００）

　 中小城市
０ ８３９∗∗∗ ２ ３１３∗∗∗ ０ ８５１∗∗∗ ２ ３４３∗∗∗

（０ １２８） （０ ２９５） （０ １２６） （０ ２９６）

　 城镇
０ ７８１∗∗∗ ２ １８４∗∗∗ ０ ７８６∗∗∗ ２ １９４∗∗∗

（０ １３５） （０ ２９５） （０ １３３） （０ ２９２）

　 乡村
０ ６６３∗∗∗ １ ９４１∗∗∗ ０ ６４５∗∗∗ １ ９０６∗∗∗

（０ １４９） （０ ２８９） （０ １４７） （０ ２７９）

地区（参照类为东部）

　 中部
０ １２８ １ １３７　 ０ １１８ １ １２５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７）

　 西部
－ ０ ５７０∗∗∗ ０ ５６６∗∗∗ － ０ ５８７∗∗∗ ０ ５５６∗∗∗

（０ ０９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２）

常数项
－ ７ ６３２∗∗∗ ０ ００１∗∗∗ － ８ ３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６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６１０） （０ ００１）

对数似然值 － ２４１６ ４４４ － ２４２４ １９２

伪 Ｒ２ １７ ４３％ １７ １６％

　 　 注：（１）∗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优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助力子女进入精英高校

在表 ４ 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以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

入对数为核心自变量，同时控制性别、年龄、独生子女、重点高中、成长地类型、地
区类型，并纳入家庭教养方式变量。 结果显示，父亲职业地位为一般劳动者的系

数是 － ０ ３１１（Ｐ ＜ ０ ０５），发生比为 ０ ７３３；在显著度为 ０ ００１ 的水平上，父亲受

教育程度的系数为 ０ ２１１，发生比为 １ ２３５；家庭收入的系数为 ０ １５５，发生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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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６８。 这表明在控制家庭教养方式的前提下，相比父亲职业为政治精英，父亲

职业为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降低了 ２６ ７％ ；父亲受教育年限

每增加一年，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增加 ２３ ５％ ；家庭年收入对数每增加一

个单位，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增加 １６ ８％ 。
采用第二种测量方式，将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三个变

量拟合为一个综合变量进入到统计模型中。 结果表明，在显著度为 ０ ００１ 的水

平上，综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３，发生比为 １ ０３４。 这表明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提高 ３ ４ 个百

分点。
总之，无论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采取综合测量方式，还是多变量测量方式，

统计模型的研究结论相对稳健。 一方面，在控制家庭教养方式的情况下，父亲职

业地位为政治精英、父亲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收入更高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

概率更高。 另一方面，在同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下，家庭教养方式为宽容型的子

女进入精英高校的几率更高，权威型次之，专制型与忽视型最低；无论是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还是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都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因

此，无论是“拼爹”还是“拼教养”，都有助于子女进入精英高校。

六、路径再探索：“拼教养”真的有用吗？

（一）分解中介效应：“拼教养”并非完全受制于“拼家境”
为了进一步解析家庭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考取精英高校之

间的中介效应，表 ５ 运用 ＫＨＢ 方法，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维度上通过中

介变量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影响进行效应分解与统计检验。 本研究同样使用

两种方法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同时，由于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四分类变

量，本研究还通过改变不同参照类别来检验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中介

变量的统计效应。
以宽容型（其他类型 ＝ ０）为中介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因子为核心

自变量时，统计检验显著，总效应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２８，直接效应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４０，
间接效应的系数为 － ０ ００１２。 总效应为直接效应的 ０ ９６４４ 倍，总效应的 ３ ６９％
来自宽容型。

以忽视型（其他类型 ＝ ０）作为中介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因子作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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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中介贡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精英高校影响的 ＫＨＢ 分解

被分解变量 中介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混杂比 混杂百分比

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综合因子

宽容型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４０∗∗∗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９６４４ － ３ ６９

权威型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３０）
－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９６７３ － ０ １６

专制型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２）
１ ０１３８ １ ３６

忽视型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１ ０１５８ １ ５５

　 　 注：∗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心自变量时，统计检验显著，总效应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２４，直接效应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１９，间接效应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０５。 总效应为直接效应的 １ ０１５８ 倍，总效应的

１ ５５％来自忽视型。
以权威型（其他类型 ＝０）或专制型（其他类型 ＝０）作为中介变量，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综合因子作为核心自变量时，总效应与直接效应均显著，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此外，无论对家庭教养方式采取何种参照组别，当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

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同时作为核心自变量引入中介模型时，总效应与直接效应系

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间接效应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上结果表明，通过改变参照组别可以发现，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综合

变量时，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中介变量起到的作用比例未超过 ４％ 。 这意味着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通过家庭教

养方式来实现的。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介作用显著的两个条件是家庭是否采取

宽容型教养方式以及是否采取忽视型教养方式。 同时，当分别使用父亲职业、父
亲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来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

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进入精英高校产生作用。 即使两种不同测量方式所得

出的数据结果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趋势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与子女考取精英高校的中介作用比例极小。

（二）稳健性检验：宽容型与权威型之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考察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中介变量的稳健性，我们重新改变了家

庭教养方式变量的参照类别。 根据表 ４ 的统计结果，宽容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孩

子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更高，权威型次之，而专制型与忽视型最低。 因此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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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这四种类型中，宽容型与权威型家庭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更高，而
专制型与忽视型家庭的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更低。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庭教

养方式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考取精英高校之间的中介效用，我们对家庭教

养方式变量重新改变参照类型：将宽容型与权威型合并成一个组别，专制型与忽

视型合并成一个组别。 同样运用 ＫＨＢ 方法，将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

与家庭收入三个变量一起引入中介模型，可以观察到各个维度的净效应。 表 ６
显示，在总效应上，父亲职业地位为普通劳动者、父亲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年收

入具有显著影响。 在直接效应上，父亲职业地位为普通劳动者、父亲受教育程度

与家庭年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精英高校具有显著的

直接影响。 但是，从间接效应上看，针对这三个分维度，家庭教养方式的间接效

应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这三个分维度不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考

取精英高校发挥影响。

　 表 ６ 中介贡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分变量对进入精英高校影响的 ＫＨＢ 分解

被分解变量 效应类型 系数 标准误 ＡＰＥ 值 混杂比 混杂百分比

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综合因子

总效应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６４ １ ０３３８ ３ ２７
直接效应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６２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ＩＩ

父亲职业地位（参照类为政治精英）

　 商业精英

总效应 － ０ １０９６　 ０ １５５７ － ０ ０２１９　 ０ ９２６９ － ７ ８９
直接效应 － ０ １１８２ ０ １５５７ － ０ ０２３６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１７

　 专业技术人员

总效应 ０ １３３３ ０ １５２８ ０ ０２６４ １ ０４６１ ４ ４１
直接效应 ０ １２７４ ０ １５２８ ０ ０２５２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１２

　 普通劳动者

总效应 － ０ ２９４３∗ ０ １２１７ － ０ ０５９０　 ０ ９６８７ － ３ ２４
直接效应 － ０ ３０３８∗ ０ １２１７ － ０ ０６０９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１９

父亲受教育程度

总效应 ０ ２０１２∗∗∗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３９６ １ ０５７０ ５ ３９
直接效应 ０ １９０４∗∗∗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３７５
间接效应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２１

家庭年收入
总效应 ０ １６００∗∗∗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３１５ １ ０４５３ ４ ３４
直接效应 ０ １５３１∗∗∗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３０１
间接效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１４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第二种情形是运用 ＫＨＢ 方法，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因子变量影响子

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效应分解。 其中，总效应系数为 ０ ０３２６，直接效应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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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３１５，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 ００１１。 总效应是直接效应的 １ ０３３８ 倍，总效应的

３ ２７％来自家庭教养方式。 进一步比较平均局部效应，平均而言，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的标准差变化会使子女进入精英高校的概率增加 ０ ６４ 个百分点。 在控制

家庭教养方式后，平均增幅降至 ０ ６２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提高可能会提高家庭采取宽容型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可能性，进而会使进

入精英高校的概率提高 ０ ０２ 个百分点。 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教

养方式影响精英高校入学机会的作用比例很小，仅占到 ３ ２７ 个百分点。
以上结果表明，无论对家庭教养方式采取何种参照组别，尽管数值上有微小

差异，效应分解与统计检验的整体结论方向均保持一致。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大学生心态调查数据，试图分析家庭教养方式如何

影响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从而为家教家风的引导提供实证基础。 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对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助子成龙”的研究发现更符合弱相关假说：家

庭教养方式既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间机制发挥作用，也可能具有独立的

影响力。 本研究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作用可能并非完全

源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因此，总
体上，本研究结论更支持文化流动的观点，即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家

庭教养方式，帮助子女获得学业发展的机会与资源。
第二，比较各种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更有助于子女进

入精英高校，权威型次之，而专制型和忽视型相对不利于子女进入精英高校。 已

有研究指出，以支持子女为特征的家庭教育策略可能更有利于儿童发展（Ｂｒｏｄ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２０１４）。 区别于西方文化对个体独立性的强调，中国家庭可能

更强调亲子之间的紧密联结（Ｃｈａｏ，１９９４）。 特别是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

下，高考对中国学生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焦

虑。 相较于其他家庭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对子女更能持宽容和理解态度

（黄振中、张羽，２０１６）。 此外，从认知角度看，宽容型教养方式更加强调鼓励子

女的自主探索（朱美静、刘精明，２０１９）。 在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下，子女

获取的这些品质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环境中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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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论对于家庭教育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在当代中国社

会，家庭教养方式对于子女的成长发展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蓝佩嘉

（２０１４）所指出的，家庭教养方式是“反思”的实践作品。 因此，当家长在面对教

育体制和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时，仍然会透过“反思”来自主选择某种家庭教养

方式。 然而，现实中可能存在对于如何“助子成龙”的片面理解。 例如，所谓的

“拼爹”话语过分渲染了既有客观资源的壁垒性，消弭了个体奋发向上的策略指

向与精神意义。 本研究指出，“拼教养”亦是“助子成龙”的一条恰当途径。 因

此，应当鼓励并支持家长选择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环

境和机会。 例如，可以鼓励家长采取更开放、支持和包容的教养方式，以促进子

女的学业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家庭而言，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可

能是提高子女学业成就的有效途径之一。 这有助于打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进
一步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实现。

最后，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由于数据局限，本文仅针对高校大

学生这一特定群体来考察其入读学校层次。 因此，本研究结论仅适用于大学生

群体，未来还需要继续考察其他群体的情况。 其次，对家庭教养方式与学业表现

之关系研究的难点之一在于内生性问题。 因资料所限，本研究未利用合适的工

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同时，本文虽然采取了滞后项分析来尝试克服这一

问题，但并未完全解决。 因此，本研究结论在因果解释方面仍存在不充分之处，
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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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８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ｓｔ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８６，“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Ｉｎ 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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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 １９７７，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Ｂｒｏｄｙ， Ｇｅｎｅ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ｏｒｓｅｙ， Ｒｅｘ Ｆｏｒｅｈａｎｄ ＆ Ｌｉｓａ Ａｒｍｉｓｔｅａｄ ２００２，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７３（１）．

Ｂｙｕｎ， Ｓｏｏ⁃ｙｏｎｇ， Ｅｖａｎ Ｓｃｈｏｆｅｒ ＆ Ｋｙｕｎｇ⁃ｋｅｕｎ Ｋｉｍ ２０１２，“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５（３）．

Ｃｈａｏ， Ｒｕｔｈ Ｋ １９９４， “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５（４） ．

——— ２００１，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７２（６） ．

Ｃｈｅａｄｌｅ， Ｊａｃｏｂ Ｅ ＆ Ｐａｕｌ Ｒ Ａｍａｔｏ ２０１１，“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ｅａ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ｌａｓｓ，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３２（５） ．

Ｃｈａｎ， Ｔａｋ Ｗｉｎｇ ＆ Ａｎｉｔａ Ｋｏｏ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３） ．

Ｃｌａｒｋ， Ｇｒｅｇｏｒｙ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ｏｎ Ａｌｓｏ Ｒｉｓｅｓ： 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ａｕｌ １９８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Ｕ 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７（２）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ａｕｌ ＆ Ｊｏｈｎ Ｍｏｈｒ １９８５，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０（６）．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Ｎａｎ Ｄｉｒｋ， Ｐａｕｌ Ｍ Ｄｅ Ｇｒａａｆ ＆ Ｇ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ａａｙｋａｍｐ ２０００，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３（２）．

Ｄｅａｒｙ， Ｉａｎ Ｊ．， Ｌａｒｓ Ｐｅｎｋｅ ＆ Ｗｅｎｄ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１（３） ．

Ｇｒａｈａｍ， Ｊｏｈｎ Ｗ．，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Ｅ Ｏｌｃｈｏｗｓｋｉ ＆ Ｔａｍｉｋａ Ｄ Ｇｉｌｒｅａｔｈ ２００７，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３） ．

Ｇｒａｆ， Ｓｈｒｕｔｉ Ｃ．，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Ｍｕｌｌｉｓ ＆ Ａｎｎ Ｋ Ｍｕｌｌｉｓ ２００８，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４３（１６９） ．

Ｇａｒｃí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Ｇｒａｃｉａ ２００９，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４４（１７３） ．

Ｈｏｆｆ， Ｅ．， Ｂ Ｌａｕｒｓｅ ＆ Ｔ Ｔａｒｄｉｆ ２００２，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 Ｉｎ Ｍ Ｈ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Ｖｏｌ 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Ｍａｈｗａｈ， ＮＪ：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Ｋ Ｂ．， Ａ Ｈｏｌｍ ＆ Ｒ Ｂｒ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ｇ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４２（１） ．

Ｋｏｈｎ， Ｍｅｌｖｉｎ Ｌ １９５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６４（４）．

Ｋｏｈｎ， Ｍｅｌｖｉｎ Ｌ．， Ａｔｓｕｓｈｉ Ｎａｏｉ， Ｃａｒｒｉｅ 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ｃｈ， Ｃａｒｍｉ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 ＆ Ｋａｚｉｍｉｅｒｚ Ｍ Ｓｌｏｍｃｚｙｎｓｋｉ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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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ｄ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５（４）．

Ｌａｍｏｎｔ， Ｍｉｃｈｅｌｅ ＆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ａｒｅａｕ １９８８，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Ｇｌｉｓｓａｎｄｏ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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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０（１） ．

Ｍａｃｃｏｂｙ，Ｅ Ｅ ＆ Ｊ Ａ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８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Ｐ Ｈ Ｍｕｓｓｅｎ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ｕｓｉｅ Ｄ Ｌａｍｂｏｒｎ， Ｎａｎｃｙ Ｄａｒｌｉｎｇ， Ｎｉｎａ Ｓ Ｍｏｕｎｔｓ ＆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Ｍ 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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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ｌ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ｆｕ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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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４３（１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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